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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辅助生殖中的体外受精（IVF）技术依赖于胚胎选择来提高成功率。传统方法主要基于形态学评估，

虽透明度高且患者参与度强，但存在主观性和低效率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AI），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

为胚胎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该技术目前尚处于早期阶段，面临透明性、患者自主性、责任归属和公

平性等伦理问题的评估。AI的“黑盒”特性可能影响临床可解释性以及患者知情同意机制。而AI的应用可能

改变责任界定，并对辅助生殖的公平性和安全性带来潜在影响。在当前阶段，应审慎推进AI辅助胚胎选择，

避免盲目依赖技术；要强化伦理治理，推动透明度提升和长期跟踪研究，以确保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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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辅助生殖中的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是一项革命性的临床技术，为不孕不育患者实现

生育愿望提供了新的选择。自1988年中国大陆地区首

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国内迅速发

展，并在 1996 年成功应用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

（ICSI），进一步提高了男性因素不孕的治疗可行性[1]。

这些技术的进步使在实验室内受精与胚胎培养成为可

能，之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内，从而提高了妊娠率。然

而，IVF的成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胚胎的选择和移

植过程。优化胚胎选择可以帮助接受治疗的患者以最少

的移植次数实现受孕。传统的胚胎选择方法多基于显微

镜下的形态学观察，胚胎学家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对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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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进行静态评估。然而，胚胎发育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

程，仅通过静态观察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胚胎的潜在发育

能力[2]。此外，胚胎质量评估还会受到操作员间差异和

主观因素的影响[3]。在 IVF 中，时间延迟成像技术

（time-lapse videography，TLV）被用来动态地观察胚胎

发育，从而识别出用于胚胎选择的发育参数。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迅速发

展，客观地解读和处理大量的视觉、表格数据成为可

能。将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DL）技术

与时间延迟成像技术相结合，理论上可以极大地提升胚

胎选择的准确性和效率[4-5]。然而，技术的飞速发展也

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透明性、患者自主性和责任

归属等。目前，对于使用AI进行胚胎选择所引发的伦

理、社会和监管等问题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在AI应用

于胚胎选择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充分评估其可能

存在的伦理问题，以确保技术的正向发展。因此，本文

将从胚胎选择技术出发，探讨AI在人类辅助生殖中的

伦理问题，包括透明度、患者自主性、责任归属和公平

性，以期提出较为系统的伦理治理路径，为相关研究与

实践提供参考。

1　胚胎选择方法的演变

每年，有数百万夫妇因不孕问题而寄望于 IVF技

术。自1978年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90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6]。然而，对于每对尝试的夫妇

来说，IVF并非总是能带来成功。在英国，所有年龄组

的平均单次治疗周期活产率仅为26.1%[7]。在 IVF过程

中，女性会接受激素治疗，以刺激多枚卵子的发育。这

些卵子随后会被取出、受精，并在实验室中培养3~6 d。

通常，胚胎会在第5或第6天达到囊胚阶段。此时，胚

胎学家会选择一个囊胚进行移植到子宫中。任何被认为

具有潜力但未被使用的胚胎都将被冷冻保存，以备未来

使用。其中，胚胎的选择过程对IVF的成功率具有重要

影响。

1.1　传统的胚胎选择方法

传统胚胎选择通常包含两个连续的步骤：首先，

对胚胎的原始图像进行手动标注，随后在胚胎中进行

排序[4]。这种选择的标注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点通过显

微镜对胚胎进行数次快照观察。基于形态学的胚胎选

择是传统胚胎选择的主要方法。在卵裂期胚胎中，可

以评估细胞数量、碎片化程度、均一程度以及多核现

象的存在[9]。然而，静态观察无法标注出如首次细胞

分裂到两细胞阶段的时间、细胞周期的持续时间以及

囊胚形成开始时间等参数[10]。为了克服静态观察的

局限性，临床引入了时间延迟成像技术（TLV），它

能够识别出新的胚胎发育参数[12-13]。与静态形态学方

法相比，使用时间延迟成像技术的传统胚胎选择在排

序环节中，可以通过具有规则集的算法确定最具潜能

的胚胎，例如，可以手动标注胚胎特征以生成简单的

手动决策树[11]。

传统的胚胎选择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缺点。从优势方

面来说，胚胎选择过程中，胚胎学家能够向患者夫妻详

细解释胚胎选择的具体过程、形态评分结果以及胚胎移

植的计划。所有这些评估步骤和结果都是透明的，易于

监管、可溯源，患者有机会就最终移植哪个胚胎发表自

己的意见，通过与患者夫妻的共同决策完成最后的最优

胚胎选择，患者参与度高。此外，由于该方法作为全球

公认的协议，对新晋胚胎学家的培训和投资要求较低，

因此许多医院仍然选择继续使用仅基于形态学的胚胎选

择方法。然而，在传统胚胎选择中，无论是使用静态图

像的传统胚胎选择还是使用TLV图像的传统胚胎选择，

都需要手动标注胚胎的特征，排序也主要依据胚胎学家

的经验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容易产生主观性的偏

差，耗时较长，效率低下。

1.2　AI辅助胚胎选择的技术革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辅助生殖领域

也开始探讨将AI应用于胚胎选择的可行性。作为AI的

核心之一，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ML）在处理

复杂数据以及识别胚胎学家难以察觉的细节方面，展现

了其独特的优势[14]。借助生成模型，机器学习可以自动

从图像或其他数据中学习并预测结果。同时，计算机视

觉（computer vision, CV）技术的引入，使得分析和处

理大量胚胎图像数据变得更加高效和自动化。

AI 在胚胎选择中的应用主要以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s）的形式呈现，这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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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主要依赖于三种模型类型：透明盒、遮光盒和黑盒。

其中，透明盒和遮光盒模型在标注步骤中既可以选择手

动标注胚胎特征，也可以选择自动标注已知胚胎特征。

在胚胎排序过程中，透明盒模型主要运用可解释的ML

方法，主要是基于统计学的方法，如逻辑回归、决策

树、随机森林和贝叶斯网络进行排序。而遮光盒则使用

黑盒式方法对胚胎进行排序。黑盒模型则主要利用深度

学习技术，尤其是神经网络，例如卷积神经网络[15]，直

接从原始数据中预测结果。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子类

别，深度学习依赖于具有多个隐藏层的人工神经网络。

虽然它在胚胎选择中的临床应用近年来取得了迅猛发

展[16]，但这些隐藏层的复杂性使得其推理过程难以解

释，因此被形象地称为“黑盒”[17]。

AI辅助胚胎选择相较于传统方法具有显著的优

势。在面对大量数据时，AI的机器学习技术尤为有

用，尤其是当胚胎学家们无法立即找到利用这些数据

以提高预测能力的方法，或者无法手动处理所有数据

以生成有意义的结果时。此外，AI可以让许多流程

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从而减少观察者之间的差异

性，提供更加客观的胚胎评估[18]。

2　AI应用于胚胎选择的伦理挑战

尽管AI在胚胎选择中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但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仍需谨慎对待。其标准化和自动化流

程的特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系列伦理挑

战，例如决策透明度不足、威胁患者自主性、技术后果

责任归属不清，以及削弱社会公平等。因此，这些问题

需要全面评估，以确保该技术的发展能够造福更多的

患者。

2.1　决策透明度不足

随着对AI在胚胎选择中的应用期望不断升高，黑

盒决策支持系统（black-box DSS）逐渐成为了该领域

的研究重点[15]。这类系统通常基于不可解释的黑盒模

型，这些模型要么因其复杂性难以被人类理解，要么因

专有技术的限制而无法揭示其工作原理[19]。在胚胎选择

过程中，胚胎学家既无法理解黑盒模型的预测结果背后

的逻辑，也无法明确黑盒模型在决策中依据了哪些具体

指标，整个过程都显得“不透明”。

不同AI模型之间的“不透明”性体现在它们缺

乏统一的选择标准和互通性。尽管AI在胚胎选择中

显示出一定的潜力，但不同模型在选择胚胎时使用的

标准和算法往往不一致，这使得它们的结果难以比较

或整合。例如，某些AI模型可能更注重胚胎的形态

学特征，而其他模型则可能更多依赖胚胎的发育参数

或培养液中的化学成分。这种差异使得不同AI系统

之间的选择结果既不可互通，也无法在不同环境或设

备条件下统一应用。实际上，AI模型的评估标准往

往与临床实践存在脱节，数据和代码并未公开，因

此，在不同机构之间共享或跨系统使用这些模型时，

可能会面临显著的挑战。当前，评估AI胚胎选择模

型效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关键标准：首先，

是考虑对患者有意义的结果，即AI选择的胚胎是否

能提高生育成功率，如活产率或临床妊娠率。这一标

准能够直接反映AI的临床价值，但由于影响生育结

局的因素众多，如母体健康状况、移植技术等，仅依

赖该标准来评估AI可能会受到较大干扰。其次，是

与现有标准的一致性，即AI对胚胎质量的评估是否

与胚胎学家的判断相符。该标准相对容易操作，可快

速验证AI的可靠性，但它依赖于现有的人类经验，

而人工评估本身也可能存在主观性和局限性。这两个

标准在衡量AI的透明度时各有优势，但也存在一定

的矛盾。以“活产率”为核心的评估方式虽能直接反

映AI的实际效果，但它受到非胚胎因素的影响，导

致AI训练难以依赖此标准。而以“与胚胎学家评估

一致性”为标准，虽然能够提供一个更直接的验证方

法，但它可能限制AI发展出更优的判断标准，而仅

仅是模仿人类专家的现有评估体系。当前，AI在胚

胎选择中的透明性问题，正是由于这两个标准的局限

性，使得不同AI模型之间难以建立统一的选择依据，

也限制了AI评估结果的可解释性和推广应用。

以Tran、Cooke和Illingworth的研究为例[20]，他们

开发并评估了一个名为 IVY（information value model）

的模型，该模型通过一个置信度范围（0 表示“绝对不

会植入”，1 表示“绝对会植入”）预测胚胎是否会发

展为临床妊娠。研究显示，IVY模型的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曲线 AUC（area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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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ve）达到了0.93（AUC为机器学习中用于评估分

类模型性能的重要指标，越接近1说明性能越好）。然

而，该算法在训练和测试过程中使用的大多数胚胎质量

极差，这些胚胎即使不经筛选也会被淘汰，从而导致

AUC值被人为抬高。他们进一步强调，临床实际需求

在于从一组可能具有活力的胚胎中，识别出成功概率最

高的胚胎，而非从那些质量明显较差的胚胎中进行筛

选。另一方面，Khosravi等[21]在研究中更侧重于与现有

标准的一致性。他们依据多位胚胎学家的共识，将胚胎

划分为优质、中等和劣质3个组别。接下来，他们评估

了AI模型在识别优质和劣质胚胎方面的能力（不包括

中等胚胎），并发现该模型在此任务中的准确率高达

96.94%，超过了某些胚胎学家的水平。然而，在实际临

床中，当试图从一组质量相似的胚胎中选择最佳胚胎

时，这种将胚胎宽泛地划分为“优质”或“劣质”的方

法，其效用有限。

2.2　威胁患者自主性

AI的应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患者的价值偏

好，进而影响患者的自主性。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

胚胎在早期形态动力学特征上存在差异[22-25]，其他特

征在这一阶段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的差异。如果胚胎选

择模型将这些特征视为与植入成功率相关，就可能倾

向于系统性地选择具有特定特征的胚胎。然而，当患

者希望随机选择胚胎性别时，这种模型的运行方式可

能会违背其价值观和自主选择权。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临床实践逐渐从传统的父权主义模式转向以促进

患者自主性为核心的共同决策模式[26]。在我国，辅

助生殖技术的实施要求医疗机构严格管理患者全过

程，确保治疗方案的合规性。患者在接受辅助生殖治

疗前，需提供结婚证、准生证等证件，并完成规范的

知情同意程序[27]。然而，不透明的AI模型可能削弱

这种共同决策模式，因为临床医生和患者难以理解模

型的决策依据[28]。例如，关于某个胚胎为何被选择

或未被选择的关键信息（如细胞数量和对称性、是否

存在碎片化、植入成功的概率以及失败的可能原因）

通常不明晰，这可能会降低医患在胚胎选择过程中的

信任与协作。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临床实践中可能

出现的“机器父权主义”现象。

尽管黑盒AI系统被宣传为临床医生的辅助决策

工具，但实际上，这些系统可能使医患共同决策模式

变得更为脆弱。研究表明，人们往往容易对自动化系

统产生过度依赖[29]，并倾向于无条件接受那些熟悉

或被认为表现优越的AI系统[30]。在这种情况下，临

床医生很难质疑黑盒AI的判断结果。由于算法信息

的不透明性，患者也很难充分了解AI的决策依据，

这无疑增加了患者做出有效知情同意的难度。知情同

意是患者自主性的重要基础，要求患者能够理解与其

医疗决策相关的信息。然而，当AI和临床医生都未

能清晰理解选择某个胚胎的理由时，患者便更难以知

晓不同选项的风险与益处。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使患

者在决策过程中被动依赖临床医生或模型推荐，从而

削弱了其自主性和主动性。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患

者甚至可能因为缺乏清晰的信息而对整个医疗过程产

生不信任，这进一步挑战了医患关系的稳定性。

2.3　技术后果责任归属不清

在人工智能应用于胚胎选择时，尤其是不透明的

AI 模型，可能会使责任归属变得复杂，甚至产生

“责任空缺”现象。在传统医疗实践中，临床胚胎学

家对其决策负责，包括胚胎的选择、培养过程的监测

以及最终妊娠结局的评估。然而，当AI介入甚至主

导胚胎选择决策时，如果出现不良后果，如胚胎移植

失败、低成功率，甚至母体或婴儿健康受损，责任如

何划分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传统归责体系中，医生对患者的治疗决策负有

直接责任。若患者因医疗失误受损，他们有权通过法

律途径追究医生的过失责任。但在AI辅助甚至主导

决策的情境下，医生的责任是否依然适用则成了一个

问题。如果医生只是依据AI的推荐作出决定，那么

医生是否仍然应该为结果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医院

是否因为引入AI系统而需对患者负责？AI模型的开

发者是否应承担部分责任？如果用于胚胎选择的人工

智能模型推理方式不可解释，那么法院如何评估医生

的决策就变得不明确，这也使得伤害的责任如何判定

变得不清晰[31-32]。这种责任空缺现象，意味着缺乏对

AI开发者等相关主体的追责机制。由于多主体间的责任

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责任归属的模糊性。责任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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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AI的决策过程可能是黑

盒式的，临床医生无法完全理解其推理逻辑，因此当患

者质疑治疗方案时，医生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解释和合

理的医学依据。其次，现行医疗责任体系是基于人的决

策而构建的，而AI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责任分配模式，

导致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如果不能确定责任人，患者的

合法权益可能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这种责任归属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严重的伦理和

法律后果。首先，医生可能会因为担忧无法控制AI

的决策风险，对AI辅助决策持怀疑态度，进而阻碍

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其次，如果责任无法明确归属，

患者在遭受损害后可能面临求偿无门的困境，这不仅

会损害医患之间的信任，还可能对医疗系统的公正性

构成威胁。再者，如果AI开发者无需承担责任，那

么技术监管的缺失可能导致潜在风险被忽视，进而影

响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健康发展。

2.4　削弱社会公平

AI在辅助生殖领域的应用带来了胚胎选择的技

术革命，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平性的问题。首先，AI

可能对胚胎的道德地位产生进一步冲击。胚胎不仅被

视为潜在的生命，还承载着伦理和社会层面的价值。

然而，随着AI的介入，胚胎可能被简化为基于算法

评分的“对象”，其内在的生命价值和伦理考量可能

因此被忽视。这种算法驱动的选择可能将胚胎等同于

一组数据或特征的集合，而不再被看作拥有潜在生命

权利的个体。这种技术工具化的倾向带来了问题：一

方面，AI通过客观算法优化选择，减少了人为偏差；

但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工具主义视角，仅将胚胎视

为可供评估的“资源”。例如，如果AI过度关注基因

或形态特征，可能导致某些被算法认为“不优”的胚

胎被系统性排除，但这些胚胎可能具有存活甚至发育

为健康个体的潜力。

其次，AI在胚胎选择中的应用可能对人类遗传

多样性和群体公平性产生影响。如果AI模型存在特

定特征的偏向性，可能会导致性别比例失衡或某些种

族群体在选择过程中被系统性忽视。此外，AI可能

基于早期形态动力学特征作出判断，而这些特征可能

偏向特定人群，从而引发社会不公。残疾活动家提出

的 “ 表 现 论 者 的 反 对 意 见 ”（expressivist 

objection）[33]认为指出，基于预测健康的选择可能构

成对残障群体的歧视，并传达负面社会信号。例如，

唐氏综合征筛查[34]。AI的介入可能使这一争议进一

步扩大，使得任何可能降低着床机会的特征都成为潜

在的筛选标准。

此外，AI的引入可能会加剧辅助生殖治疗的经

济不平等。由于黑盒模型通常依赖于特定的训练系统，

医院需要购买相应的配套设备，这使得AI公司在市场

中拥有更多的经济控制力，从而增加了医疗成本，限制

了IVF服务的可及性。同时，AI公司与临床医生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胚胎学家可能需要依

赖他们难以理解的决策程序，这影响了对模型可靠性的

评估。例如，在放射学领域，尽管黑盒模型已广泛应用

于医学影像分析，但其临床表现仍存在不确定性[35]，引

发了对其普适性的担忧[36]。

3　对AI应用于胚胎选择的伦理治理

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医疗人工智能的治理框

架，自2015年起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以规范技

术应用的安全性与伦理性。特别是2018年的《国家健

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

行）》[37]、2020年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38]以及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

法》[39]等法律法规，为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法

律依据和伦理指引[40]。在当前阶段，AI在胚胎选择中

的临床应用需以审慎为原则。以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41]为出发点，结合生命伦理学的观点[42-43]，短期内

应在强化监管、建立长期跟踪机制、推动数据与代码公

开透明、优先发展可解释的AI模型以及推动跨学科合

作5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以强化伦理治理。

3.1　强化监管

当前的医学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以“良好实践”为

监管标准，违反规定并不会受到法律惩罚。然而，这

种方式缺乏法律约束力，难以应对AI在临床环境中的

特有风险。因此，推动模型的“严格”监管立场将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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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取的方法。目前的监管方法试图将医学人工智能模

型作为一种医疗设备进行监管，但监管应进一步要求，

如果可解释模型与黑盒模型表现相当，应禁止使用黑盒

模型，或者要求黑盒模型提供优化后的可解释版本，以

提升模型的透明性和安全性。此外，对于2.4节提到的

公平性问题，最好的应对方式也是持续监控这些影响，

并确保社会反应有助于促进所有人的平等，包括残障人

群。因此，与其放弃选择，不如确保提供足够的社会资

源和支持，让所有人都有合理的机会过上好生活[35]。可

解释AI可能有助于更早、更有效地识别偏见问题。具

体来说，如果能够发现与各种结果相关的可解释特征，

就更容易监控可能的偏见并避免。

3.2　建立长期跟踪机制

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专业学会和监管机构日益认

识到，在辅助生殖领域引入新技术后，对出生儿童的健

康与安全进行持续监测至关重要。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

新型干预措施的应用，如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CSI）、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以及AI的辅助技术。尽管这种监测过程

可能给家庭带来一定负担，但由于临床试验的规模和样

本量有限，无法全面评估新技术的长期安全性与有效

性。因此，后续监测作为临床试验的延续是不可或缺

的，直至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充分验证。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需通过更为严格的评估手

段，为长期跟踪机制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例如，随机

对照试验（RCTs）是评估人工智能用于胚胎选择模

型的黄金标准。研究应将这些模型与最佳临床判断或

已投入实践并表现良好的黑盒式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对

比，重点评估多个关键指标，包括从治疗到活产所需

的时间、每次活产所需的胚胎移植次数、相关成本分

析、每次取卵的活产率以及婴儿的健康状况。此外，

进行RCTs之前，必须通过使用不同医院数据的验证

研究，以提高模型的广泛适用性。这种从临床试验到

后续监测的全周期评估体系，是保障辅助生殖技术健

康发展和患者利益的关键举措。

3.3　推动数据与代码公开透明

为提高技术的可重复性和改进潜力，用于创建机器

学习模型的数据和代码应当公开获取。开放数据集不仅

能促进学术界对模型的验证，还能增强公众对技术的信

任。例如，乳腺癌筛查相关的大规模数据集已经由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并

公开提供[44]，胚胎选择领域也可以借鉴类似做法。然

而，在数据开放的同时，需解决隐私保护问题。应制定

严格的程序，以在共享数据时保护患者隐私，可通过数

据匿名化实现这一目标。当前，临床医生通常借助决策

辅助工具如Gardner评分向患者解释胚胎选择的依据，

这些工具基于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参数进行评估。理想情

况下，患者应全面了解胚胎选择的优势（如提高受孕概

率）、局限性（如不能完全保证胎儿的健康）以及潜在

的未知风险（可能的产科问题）。此外，患者还应清楚

模型给出建议的依据，像是细胞数量、对称性和发育规

律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应尽可能将患者的个人价值观

纳入决策过程。然而，如果使用黑盒模型，解释模型得

出建议的具体依据以及如何融入患者价值观将面临较大

挑战。因此，在黑盒模型的使用场景中，确保患者能够

理解并参与决策过程，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长远视角出发，将AI应用于胚胎选择，必须

正视其可能带来的深远社会和伦理影响，同时积极推

动技术发展方向的优化。

3.4　优先发展可解释的AI模型

当前，黑盒人工智能因其高效性和便捷性在医学领

域得到了广泛推广，但在胚胎选择方面，其不透明性却

引发了关于安全性和伦理的争议。因此，应该优先发展

可解释的AI模型，以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只

要合理设计出符合领域需求的可解释性指标，此类模型

的预测能力通常并不会逊色于黑盒模型[45]。

首先，AI的可解释性有助于发现混杂因素并提

高模型的纠错能力。黑盒模型可能因依赖隐含变量而

产生偏差，而可解释模型由于其工作机制透明，使得

临床医生能够识别并调整不合理的预测因素。例如，

在某些情况下，预测医院治疗效果的AI可能依赖于

X射线设备的类型，而非影像内容本身，因为特定设

备的使用频率可能反映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通过可

解释模型，可以避免这类问题，从而提高AI决策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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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AI能够增强适应性，使模型在不同环境、

设备或培养基条件下保持稳定性。AI常常面临“领域适

配”的挑战，即模型可能无法直接适用于不同的临床环

境。然而，如果AI的预测依据是透明的，那么临床医

生可以在新环境下调整决策逻辑，从而减少模型迁移时

的性能损失，并降低医院对特定设备供应商的依赖。这

样的策略有助于增强AI在不同环境中的适用性和稳

定性。

此外，可解释模型能够明确责任归属，从而提高

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胚胎学家的核心职责涵盖了监测

胚胎形态、培养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以及妊娠和活产

率。当遇到异常情况时，透明的AI模型有助于医生

识别影响因素，并结合专业知识作出相应的调整。相

比之下，黑盒模型的不可解释性可能导致医生难以评

估模型决策的合理性，从而影响医疗责任的明确划

分。在实际应用中，患者对AI辅助决策的信任度与

其可理解性息息相关。透明的模型更有助于患者参与

决策，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如对残障风险、性别偏好

或胚胎移植数量的考量）得到充分的考虑。

推动可解释AI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不仅能提

升胚胎选择技术的公平性与可靠性，还能增强临床实

践的透明度，从而为辅助生殖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构

建更为坚实的伦理与社会基础。这一发展对相关领域

具有深远意义。

3.5　推动跨学科合作

当前，胚胎选择相关数据集尚未得到广泛开放。

轻率地公开这些数据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甚

至可能使机器学习技术的评估过于片面。因此，发布

数据集的同时，必须提出与实际应用相符且充分考虑

伦理问题的评估标准，这需要胚胎学家、伦理学家以

及人工智能和统计学领域的研究者进行深入的讨论，

并妥善解决隐私问题。这一讨论应在数据发布后持续

进行。尽管如此，让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社区能够查看

数据并参与分析，将有助于确保存在缺陷和偏见的评

估不会被轻易忽视，同时也有可能揭示我们尚未意识

到的其他重要问题。

4　结论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在人类辅助生

殖领域的应用，为提升体外受精（IVF）中胚胎选择

的效率与准确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传统形态学评

估虽具备过程透明、患者参与度高等优势，但其主观

性强、观察者间差异显著及评估效率低下等问题，制

约了 IVF成功率的进一步提升。时间延迟成像技术

（TLV）与AI的结合，理论上可通过自动化、标准化

分析海量动态图像数据，实现对胚胎发育潜能更为客

观、精准的预测。然而，本文的系统性分析表明，该

项前沿技术在向临床常规转化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

深刻且复杂的伦理挑战，其潜在风险亟需审慎评估。

具体而言，其一，决策透明度不足：“黑盒”模

型的不可解释性削弱了临床决策的可追溯性，亦为监

管与验证带来困难；其二，患者自主性受威胁：算法

不透明导致知情同意难以真正落实，存在“机器父权

主义”风险，患者可能被动接受系统推荐；其三，责

任归属模糊：AI介入后，医生、机构与开发者之间

的责任边界不清，易形成“责任空缺”，影响患者权

益保障；其四，社会公平性堪忧：技术可能加剧辅助

生殖服务的不平等获取，算法偏见或对胚胎的工具化

倾向还可能冲击遗传多样性与生命尊严。

鉴于当前技术尚不成熟、评估标准缺位，AI不

应被仓促引入临床常规实践，而应在严谨的伦理评估

与制度化监督框架下审慎推进。未来应构建以伦理治

理为核心的健康发展路径：短期内，须强化监管，优

先发展可解释性强的“透明盒”模型，建立以随机对

照试验和长期跟踪研究为基础的科学评估体系，并在

保护隐私前提下推动数据与代码的公开；长远而言，

应深化跨学科合作，持续关注技术普适性、医患互动

模式演变及社会文化影响，不断完善动态治理机制。

本研究提出的治理思路，与我国现行科技伦理治

理体系相衔接，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与

实践参考。尤其在AI模型持续演进的背景下，强调

加强监管、长期跟踪、信息透明、临床可解释性与跨

学科协同，有助于提升公众信任与技术可接受度。未

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AI模型在不同人群与机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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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差异，分析患者价值取向与决策行为，以及临

床团队如何整合专业判断与算法建议，同时推动可解

释性模型的规范应用，平衡数据开放、跨机构验证与

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伦理治理体系的持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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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al 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infertility rate continuing to ris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has become a crucial 
solution for overcoming fertility barriers.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 is a core component of ART, and 
embryo selection within this process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pregnancy success. Traditionally, embryologists rely primarily on 
static morphological assessment criteria (such as the Gardner scoring system) to grade and select embryos. While this method 
offers advantages such as procedural transparency and ease of explanation to patients, it is inherently limited by its high 
dependence o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practitioner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poor reproducibility, 

Highligh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of 
four core ethical challenges in AI-
assisted embryo selection—lack of 
transparency, compromised autonomy, 
ambiguous accountability, and equity 
concerns—providing a structured 
analytical model.

It innovatively advocates prioritizing 
explainable AI to enhance 
transparency, ensure clinical 
oversight, and strengthen patient trust.

The study emphasizes rigorous 
validation through randomized trials 
and long-term cohort studies focused 
on clinically meaningful outcomes 
like live birth and child health.

It proposes a dynamic governance 
framework integrating regul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ecure 
data sharing, and policy alignment to 
ensure responsible AI deployment.

681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17(6): 672−682(2025)

and limited predictive power. In recent years,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ime-lapse videography(TLV) technology has enabled 
continuous, non-invasive monitoring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generating vast amounts of image and parameter data. However, 
human experts struggle to extract all meaningful information from such complex data stream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articularly deep learning (DL) and computer vision (CV) technologies, due to their exceptional capabilities in 
processing high-dimensional unstructured data and identifying subtle patterns, have been rapidly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on to assist or even lead embryo selection deci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AI is seen as a critical 
breakthrough for improving IVF success rates and achieving precision reproductive medicine. Yet, eve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ings profound eth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The use of AI in embryo selection not only alters traditional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models but also touches upon fundamental eth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life, individual autonomy, 
technological accountability, and social equity. Therefore,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eth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AI in embryo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ng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frameworks hol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urgency.

This paper offer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embryo selection and proposes actionable governance pathways. Using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bioethical analysis, it first examines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s, current advances, and predictive benefits of AI-
assisted embryo selection. Building on this, the study critically explores four core ethical dimensions: decision transparency, 
patient autonomy,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social equity.Methodologically, the research begins by classifying AI systems—
glass box, matte box, and black box—and analyzing how the unexplainability of deep neural networks in "black box" models 
undermines interpretability. It then applies core bioethical principles—autonomy,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and justice—to 
assess AI's impact on informed consent, clinician-patient dynamics,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care. 
Finally, drawing on China's regulatory landscape—including the Data Security Law, the Standards, Securit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National Health Medical Big Data (Trial), and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paper formulates concrete recommendations for a multi-layered, adaptive ethical governance 
framework.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while AI offers significant technical advantages in embryo selection—particularly through deep 
learning models that automatically extract subtle, dynamic developmental features from time-lapse videography data, enabling 
objective, standardized assessments of implantation potential and reducing human bias—it also introduces profound ethical risks. 
First, the prevailing use of "black box" AI systems severely compromises decision transparency: clinicians and patients cannot 
understand or explain why a particular embryo was selected or discarded, undermining the traceability, credibility, and regulatory 
oversight of clinical decisions. Second, this opacity weakens patient autonomy by rendering informed consent largely formalistic; 
when patients cannot grasp the algorithmic basis of recommendations, and clinicians overly defer to AI outputs, reproductive 
decision-making may shift toward "algorithmic paternalism", contradicting the principle of shared decision-making. Thir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becomes ambiguous when AI participates in or dominates selection—should implantation fail, 
complications arise, or offspring health issues emerge, it is unclear how liability should be distributed among clinician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ers, leaving existing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ill-equipped to address harms caused by algorithmic 
flaws or biased data. Fourth, social equity is at risk: high costs may concentrate AI-enhanced ART among affluent groups, 
widening access disparities, while algorithms trained on unrepresentative data could perpetuate systemic biases affecting traits 
like gender or genetics, sending harmful societal signals. Moreover, reducing embryos to algorithmic scores may diminish their 
perceived intrinsic value as potential lives, raising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In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embryo selec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carrying both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and 
ethical risks. Given the current immaturity of the technology, unknown long-term safety, and lack of uniform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 principle of "cautious advancement and ethics first" must be upheld. A future-oriented ethic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centered on strengthening regulation, ensuring transparency,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moting 
fairness. In the short term,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developing highly interpretable "transparent box" models,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long-term birth cohort studies, and promoting limited 
public access to data and code. In the long ru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ust be deepened,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roved, 
and mechanisms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at AI technology truly serves human well-being, enabling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Keywords: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embryo selection; bioethics; ethical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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